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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绒土司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省阿坝、甘孜地区，学术界有 “嘉绒十二土司”“嘉绒十四土司”及 “嘉绒十八土

司”之说，本文采取 “嘉绒十八土司”一说。分别为明正土司、冷边土司、沈边土司、鱼通土司、穆坪土司、丹东土

司、巴旺土司、巴底土司、绰斯甲土司、大金土司、小金土司、沃日土司、党坝土司、松岗土司、卓克基土司、梭磨

土司、杂谷土司、瓦寺土司。

②维州，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薛城镇，是唐时吐蕃东侵欲进入四川内地的必经之地。

③穆坪土司辖区主要在今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

清代杂谷土司史实考述

李子君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明永乐五年，明中央在保县，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一带，设立杂谷安抚司。清康熙

十九年，杂谷安抚司归顺清廷，不断开疆拓土。杂谷土司在扩张的过程中，服从清中央调遣、履行应尽

义务，清朝中央对杂谷的态度则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调整，时而重用时而防范。随着杂谷土司势力的日

益强盛，边地纠纷不断，乾隆十七年，清中央剿灭杂谷土司，“杂谷事件”爆发。至此，在川西北嘉绒土

司中曾占有重要地位的杂谷土司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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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谷土司，属嘉绒十八土司之一①。明永乐五

年 （１４０７年），明朝中央特设杂谷安抚司，命 “抚

辑旧维州诸处蛮”②［１］。明正统十二年 （１４４７年）
至成化五年 （１４６９年）的二十二年间，杂谷土司
与董卜韩胡土司 （穆坪土司）③争夺势力范围，相

互仇杀。杂谷土司因势弱，实力受损。明成化五年

（１４６９年）后局势转变，杂谷舍人耿著思吉汇集众
人重新收复旧地，逐渐崛起。

有清一代，杂谷土司发展至鼎盛，后又迅速盛

极而衰，这一发展过程在嘉绒土司中具有特殊性及

典型性，体现了中央施行土司制度 “以夷制夷”

政策的灵活性。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大多以 “杂



谷事件”为切入点展开论述。《试论清代乾隆年间

的杂谷事件》［２］ 《乾隆朝杂谷事件及其善后事宜

探》［３］是目前屈指可数的专门研究杂谷事件的论

文，两篇文章将杂谷土司的世系、“杂谷事件”的

起因、过程、善后措施以及影响作了一定的梳理。

不难发现，清朝杂谷土司在杂谷事件爆发前的发展

情况，未引起学者们的广泛重视，值得深入研究。

一、杂谷土司归顺清中央

清朝中央建立之初为稳固自身统治，“一切政

治，悉因其俗”［４］ （顺治二年三月丁卯条）。就土

司制度而言，清袭明制，是土司制度发展的延续。

清朝军队于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年）攻入四川，随后
原明代嘉绒土司相继归附。

顺治十四年 （１６５７年），杂谷土官桑吉朋为扩
张势力与沃日土官巴必太合兵一千余人攻围瓦寺土

官曲翊伸官寨，久攻不下后转战内地 “劫堡、断

桥、杀戮汶民，共掠去男妇四十余人”［５］６８４。起初，

杂谷土官和沃日土官联合攻打瓦寺官寨，可称为土

司之间的内部矛盾。之后，杂谷、沃日土兵进入内

地进行劫、杀，使矛盾上升为中央与土司之间的矛

盾，于是清廷派兵进行征剿。监军道佥事程翔凤

“调防威守备关天爵、林阿桂带领六百名劲兵首尾

夹攻杂谷、沃日兵，生擒杂谷头目阿朋及番兵十三

人”［５］６８４。清军此次征剿大获全胜，桑吉朋和巴必

太均负重伤而逃。六月，杂谷土官桑吉朋输款纳甲

以示改过自新，并愿意将所掠男妇如数归还，只求

赎回头目阿朋。清廷考虑到杂谷尚未归诚，且当地

局势复杂等众多因素，同意了桑吉朋的请求。但阿

朋返回后，发现自己的家产已被土管桑吉朋霸占，

心怀怨恨，与桑吉朋结成莫解之仇。

至此，事件由中央与土司之间的矛盾演变为杂

谷土司内部土官与土目之间的矛盾，“土司彼此之

间或一个土司之内，为争地、争袭、争夺人口和财

产等原因而引起的互相攻杀或同室操戈更是经常发

生，动辄出兵数千数万，甚至各联合若干土司，缔

结盟约，在更大的范围内攻杀掳掠”［６］。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年），杂谷土司内部矛盾再次升级，土目阿
朋集结阿姜济等人将土管桑吉朋驱逐，并另立其侄

为杂谷安抚司，杂谷地方统治集团内部危机重重，

如 “几上肉也”。见此情形，清廷自然不能坐视不

管， “杂谷古维州地吉朋为贡臣，无吉朋则无维

州，无维州则威保之藩篱不固矣”［５］６８５，因此令兵

备道陈子达派遣中军张士龙即刻从穆坪土司处接桑

吉朋到省城，后又接到汶川，向嘉绒各土司宣布朝

廷恩威，“抚谕阿朋迎回故主，以
!

前愆”［７］３８。但

阿朋恃恶不悛，仍攻据要隘且阻其归路，非但没有

迎回桑吉朋之意，还煽动 “水田、星上、曾头三

寨群众作乱”［７］３８，对川西北地区的稳定造成不良

影响。

清朝中央采用 “抚谕开导”的方式以彰显朝

廷浩荡之恩，但事与愿违，只能以武力征剿。康熙

元年 （１６６２年）十一月十四日，松潘副将何德成
统领官兵会同抚提两标及威茂各将兵相机进发，对

沿路各寨该抚则抚，该剿则剿，取得一定进展。但

阿朋仍占据 “险丹这猛老寨，阻?要隘，抗衡愈

力”［５］６９１。康熙二年 （１６６３年）正月二十六日，四
川总 督 李 国 英 “亲 统 士、马 前 往，剿 抚 并

用”［５］６９１，至二月十一日，阿朋 “拥众拒敌”，战

事紧张。清朝官兵兵分三路对其进行追剿，“虽奔

入阿朋老碉，但并未大挫凶锋”［５］６９２。二月十二、

十三日，清军势如破竹，攻下头碉、二碉再次占据

主动，然而阿朋仍有军队不断前来救援，清军艰难

应对，直至攻下三碉后战情才稍有好转。阿朋见大

势已去，决定破釜沉舟再一次聚集军队突出重围，

清廷各将士奋力合击，将 “阿朋、阿姜济当阵斩

获，各番兵追杀无遗，共计抚剿番寨一百三十有

余，元凶授首，诸番
"

顺”［５］６９２，最终取得胜利。

杂谷土官桑吉朋回归维州。

康熙十九年 （１６８０年）， “桑吉朋率属归附，
仍授原职，请领安抚司印信一颗”［５］７３９，驻扎在杂

谷地区。至此，杂谷土司正式归附清朝中央。

二、杂谷土司发展至鼎盛

康熙十九年 （１６８０年），桑吉朋归顺后不久便
去世，次子良儿吉 （也称良尔吉）于同年承袭土

司位。良儿吉执政后，袭取九子、龙窝等寨，极大

的展现了其扩张的野心。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
年），“孟董等寨、打喇土司、八棱碉土司、松岗

皆为杂谷所并”［８］３１０。良儿吉为方便管理，在杂谷

脑官寨之外，另增松岗一处［８］３１６作为新驻地。松岗

被改作杂谷土司的上寨主官寨，杂谷脑为下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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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定期梭巡往返于两地，以利管控。［９］良儿吉性格

凶残，为扩大领地甚至 “毒杀其弟兄，取其

地”［８］３１６，党坝土舍因惧怕良儿吉而主动依附。此

时，杂谷土司辖地 “东界叠溪、茂州，及保县；

南界大、小金川，沃日、瓦寺；西界绰斯甲；北界

松潘属阿坝、阿树、郭罗克各土司”［８］３１６， “东至

保县之通化里，西至党坝，绵亘一千余里，地广人

众，号称大酋长云”［８］３１１。短短四年间，杂谷土司

辖地扩大至一千余里，相较于明朝设立时 “辖地

不过五百里”［８］３１０扩大一倍有余，使杂谷土司在周

边土司中拥有一定威望。良儿吉不仅擅用武力扩张

领地，而且还能 “以智驭众”，诸部皆 “拱手听

命”，其中金川、沃日、绰斯甲土司更是积极与杂

谷攀姻亲，大事小情皆由杂谷做主［７］５２。至此，杂

谷基本控制了川西北嘉绒藏区的北部地区。

然而，在川西北风雨变化的政局中，杂谷土司

的骤然崛起必定会遭受周边众多土司的挑战。康熙

三十一年 （１６９２年），必色满土舍兄弟七人因争地
而相互残杀，清廷将其六寨中的四寨分别划分给金

川土司和杂谷土司，其中白箕、磨笼二寨划归杂谷

土司。杂谷土司良儿吉之妻为加强管理，命土舍之

女 “革什章，即令住牧白箕、磨笼等寨”［８］３１３。之

后，因沃日土司向杂谷、必色满二土司乞求出兵，

相助攻打瓦寺一事，引起杂谷土司与金川土司对必

色满地区的争夺。

杂谷、必色满二土司在应允沃日请求后，必色

满土司率先出兵，致使必色满寨中空虚无人，杂谷

土司便趁机占领必色满之地。金川土司不服，“争

必色满，尽夺其地”［８］３１３，必色满又转而诚服于金

川土司。清地方官员勘察实情，“是时革什章之夫

已殁，革什章并其子纳尔吉被囚杂谷，控于制府，

提至会城质审，留纳尔吉进行教诲，三年后复还故

土”［８］３１３，这一决定实则为一种折中之法，杂谷、

金川土司亦达成共识。然而，三年期限未满纳尔吉

便去世了，金川土司便安插革什章及纳尔吉的儿子

德仁鹏、安冲朋回必色满旧地，此举 “阳奉阴违，

阴实蹙迫之”［８］３１３表面遵守约定，实则掌控必色满，

从此杂谷土司与金川土司结怨。

康熙五十七年 （１７１８年）正月，议政大臣等
议复四川松潘总兵官路振扬疏言： “杂谷安抚土

司，种部繁多，俗称勇悍。南境直抵打箭炉与天全

招讨司、明正土司接壤。今该土司良儿吉之子班弟

儿吉尚未袭职。臣备兵之初密令该土司遴选部属，

防守各处隘口，颇称勤顺。请准其袭职，并加赏

赉”［１０］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甲寅条）。杂谷土司在

地方 “做大做强”，但在面对清廷时仍 “毕恭毕

敬”，班弟儿吉得到了清朝官员的认可，子承父业，

顺利承袭杂谷土司之职。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年），班
弟儿吉因随师进剿青海立功，清廷大加奖赏，“杂谷

宣抚使同知班第儿吉，加宣抚使衔”［１１］９１２ （雍正五

年八月甲申条）。班弟儿吉晋升为宣抚使，“所辖百

姓十数万户，强悍狡诈”［１２］，在良儿吉的基础上其

势力获得一定意义上的发展。

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年）十二月，“以故四川杂谷
安抚司班第尔吉之子苍旺袭职”［１３］ （乾隆元年十

二月甲戌条）。乾隆二年 （１７３７年），杂谷土司距
“保县不过五十余里，其所属地方最大，健丁不下

十万，富饶甲于诸番”［７］６－７，俨然成为嘉绒土司中

领地最大，人口众多，实力强胜的大土司。

在嘉绒土司争夺领地的仇杀事件中，杂谷、金

川最为激烈，“杂谷土司地广人多 ，而金川人好勇

善斗 ，嘉绒各小土司便纷纷归附到这两大土司麾

下 ”①［２］。乾隆四年 （１７３９年），杂谷、梭磨、沃
日等土司发兵攻打小金川土司，引起清廷的重视，

相关记载亦较全面。杂谷土司与小金川土司之间的

恩怨纷争从良儿吉时二土司争夺必色满之地，再到

班弟儿吉在任时，曾求娶金川寺土司汤鹏姊丢日为

妻，不料成婚 “越四日又逐之”［７］５５，积怨已久。

七月十四、十七、十九等日，“杂谷、梭磨、沃日

等土司发兵攻劫小金川土司”［１４］ （乾隆四年七月

甲戌条）。据护理穆坪土司王氏禀称：“金川从来

不遵约束，各土司愿自备土兵糇粮征服报效，飞饬

各官前往化诲解散一面相机办理”［１４］。后川陕总督

鄂弥达奏： “今据该文武官报称 ‘各土司已遵化

诲，于八月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等日彻兵回

巢，各安住牧听候剖断等情。’除饬道将等作速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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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形成雍乾时期以杂谷、金川为首的嘉绒两大势力集团。大金川联络金川寺 （即小金川）、绰斯甲、巴底三土司
为一派 ，而梭磨、卓克基、党坝、见那达、沃日、革什咱、穆坪等土司则支持杂谷。



公剖断，此次擅兵首恶之土司似应题参惩治，以儆

其余”［１５］ （乾隆四年十月癸卯条）。轰动一时的仇

杀事件在地方官的调解下，渐渐冷却回归平静。之

后清廷内部议论应借此时机将杂谷、梭磨土司按

“云南、贵州例，令改土归流”［１６］，时任四川巡抚

的方显剖析嘉绒局势后认为： “杂谷惮金川之强，

金川则畏杂谷之众，彼此钳制，边境颇宁。固不可

任其争竞，亦不可强其和协”［１６］。清朝中央最终决

定仍采用 “以番治番”的策略，利用杂谷、金川

二土司不同的优势，使其相互钳制，达到政治上的

均衡，从而确保地方安宁。在这一政策下，杂谷土

司得以继续发展。

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年），四川提督郑文焕上
奏称：

“松茂所属内外土司惟杂谷土司最大，附

省亦近幅员千余里，前通瓦寺，后与郭罗克接

壤，该土司苍旺部目狡悍，近闻有下阿树土百

户郎架扎什之子戒布甲，及下郭罗克之擦喀寨

副土目林蚌他拆戎架等，俱称投归杂谷，或抗

不请袭或妄不奉调，并令所属番民按户与杂谷

上纳酥油，杂谷亦给与各土目执照，凡遣派兵

马，俱听杂谷。又，中郭罗克之喀赖洞个寨副

土目六尔务纵放夹坝知干罪戾，亦投附杂谷，

其他邻近部落多被招纳，领有杂谷头人红图记

番文可凭。”［１７］ （乾隆八年七月庚戌条）

下阿树土百户郎架扎什之子、下郭罗克之擦喀

寨副土目、中郭罗克之喀赖洞个寨副土目均投靠杂

谷土司苍旺，由杂谷土司颁发凭证，出兵征调皆听

从杂谷土司的统一管理。这些投靠杂谷的大小土

目、头人依仗杂谷土司的名号常不服从清廷管理，

在人员交替时不向清朝中央请袭、不服从中央调

遣。可见，杂谷土司影响之大，实力之雄厚。

杂谷土司的强大，除了依靠蛮横的个性，肆无

忌惮的进行军事扩张以外，更重要的是赢得中央王

朝的支持，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在明

朝，杂谷土司积极朝贡以示归顺，清朝初定，战事

较多，杂谷土司则用服从中央调遣的方式帮助清廷

维护国家安宁，从而获得清廷的信任。杂谷土司苍

旺虽然贪婪狡诈，却 “外极恭顺，调遣从无迟

误”［１８］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辛酉条）。乾隆十四年

（１７４９年），因杂谷土司在从征金川中奋力攻取，
甚属可嘉，“著加授苍旺为杂谷脑宣慰司”［１９］ （乾

隆十四年十月丁酉条）。清朝将土司分为指挥司、

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其品级分别为

正三品、从三品、从四品、从五品、正六品。至

此，杂谷土司获得嘉绒十八土司在明清两朝受封的

最高品衔即宣慰司，最高品级即从三品，成为名副

其实的人口最多、领地最大的大土司，见表１。

①作者根据 《清实录》《清史稿》《理番厅志》《保县志》相关记载整理制作。

表１　清朝杂谷土司世系①

杂谷土司 官衔 所属年任 备注

第一任 桑吉朋 杂谷安抚司 康熙十九年 （１６８０年）

第二任 良儿吉 杂谷安抚司 康熙十九年 （１６８０年）—不详 也称为良尔吉

第三任 班弟儿吉 杂谷安抚司升为杂谷宣抚司 康熙五十七 （１７２８年）—不详 也称为班弟尔吉、板地儿吉、板地尔吉

第四任 色旦增 杂谷宣抚司 不详

第五任 苍旺 杂谷宣抚司升为杂谷宣慰司 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年）—乾隆十七年 （１７５２年）

三、清中央对杂谷土司的管理

（一）杂谷土司对清朝中央所尽的义务

杂谷土司履行的义务，具体表现在服从调遣、

镇守疆土、保境安民等方面。

康熙六十年 （１７２１年），议政大臣议复四川陕
西总督年羹尧疏言：

“郭罗克各寨有隘口三处俱属险峻，利用

步卒不宜骑兵若多调官兵恐口外传闻使贼得潜

为准备，不如以番攻番量遣官兵带领较为便

易。臣向知郭罗克附近之地如杂谷等处土司土

目亦皆恨其肆恶，愿出兵助剿，臣自陛辞回任

即与提臣岳钟琪商议遣官约会杂谷土司

等。”［２０］ （康熙六十年十月癸亥条）

杂谷土司立即出兵进剿郭罗克，西宁满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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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蒙古等兵均不再调遣。清朝中央顺利荡平郭

罗克后，命杂谷土司班第儿吉的亲叔曩索沙加布为

新长官司进行管理。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年），南川口
外郭密九部肆行截抢，年羹尧数次进行招抚鲜有成

效，仅有三部投诚其余部落仍胡作非为，后决定出

兵征伐， “岳钟琪带来瓦斯 （瓦寺）、杂谷之兵熟

习山路”［２１］ （雍正元年十二月癸酉条）进行助剿。

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年），杂谷土司随师出征青
海，“杂谷宣抚使同知板 （班）第儿吉，加宣抚使

衔”［１１］９１２ （雍正五年八月甲申条）。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年），清朝中央用兵上下瞻对，特调遣 “提

标各邻近镇协之汉兵四千名，杂谷、瓦寺、木坪等

之土兵四千名……令杂谷、瓦寺等土司奋力前

驱”［２２］ （乾隆十年二月壬申条）。后川陕总督公庆

复、四川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奏：“瞻对贼番屡

肆抢劫，虽经动兵征讨，而顽心终未尽革，必须增

益官兵慑其心胆，方可一劳永逸”［２３］ （乾隆十年四

月己巳条），于是川省各营及杂谷、瓦寺各土司又共

派出汉土官兵一万二千名并遴选干练之员进剿。

乾隆十二年 （１７４７年）第一次金川之役爆发，
杂谷土司调派土兵征剿。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年），
党坝招募新兵但战事紧张以致汉土官兵不敷调遣，

四川提督岳钟琪覆奏：“臣访得杂谷土司尚有精健

土兵自护本境，臣传齐土司苍旺等宣谕恩威，令调

遣土兵二千名赴营效力，苍旺等感激圣恩即豫备调

齐，俟一到军营臣即选拨新旧官兵督率前进”［２４］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丁丑条）。乾隆十四年 （１７４９
年），第一次金川之役结束，清廷因苍旺土司从征

有功，特 “加授为杂谷脑宣慰司”［２５］ （乾隆十四

年十月丁酉条）。

（二）清朝中央对杂谷土司的管理

清朝中央对杂谷土司的管理，重点体现在杂谷

土司的封授、承袭、势力的管束及奖惩等方面。

康熙十九年 （１６８０年）， “桑吉朋率属归

附”［１２］，自此杂谷土司正式归附清朝中央，意味着

杂谷土司需按照中央的指示行事，服从中央的管

理。据 《大清会典则例》规定：凡土司 “有应承

袭者，督抚查明宗图，取司道邻里印结，咨部具

题，封司移付选司注册；承袭之土官适庶不得越

序，无子，许弟袭，族无可袭者，或妻或婿，为夷

众信服亦许袭；亲生之子未满十五岁者，该督抚题

明注册，将土司事务，委族人暂行料理，俟其子长

成，具题承袭”［２６］。如果土官受贿、隐匿凶犯及逃

人者，将 “革职提问，不准亲子承袭，择本支伯、

叔、兄、弟之子继其职”［２６］。

此外，清王朝为防止边患，多次派地方官员向

众土司宣扬清廷的恩威及法律法规，“不许以强凌

弱，滋衅生端”，但嘉绒土司依然械斗、仇杀事件

不断。康熙三十六年 （１６９７年），四川提督岳癉龙
奏陈川省各族土司仇杀纷争情形折中说到：“如金

川演化禅师土官吉儿卜细于康熙二十七年身故，至

今文武衙门未据报。文土舍出卜、土目木藏温布与

杂谷土官良儿吉等单印逞兵亦经数载，臣与抚臣饬

杂谷良儿吉等勿得”［２７］ （康熙三十六年九月二十

六日）。康熙五十六年 （１７１７年），松潘总兵路振
扬上疏称：“杂谷安抚土司种繁俗悍”［２８］。 《四川

通志》中记载： “杂谷、金川土司每每恃功骄纵，

故必重兵备守
!

松茂。”［５］６８７。乾隆二年 （１７３７
年），大学士查朗阿称杂谷土司 “相去保县不过五

十余里，其所属地方最大，健丁不下十万，富饶甲

于诸番，然性本无常，心怀叵测，且近在肘腋，防

范宜严前业”［７］６－７。随着杂谷土司的日益强大，清

朝中央逐步意识到杂谷对中央权威的威胁，命地方

官员严加防范。

乾隆四年 （１７３９年），杂谷、梭磨、沃日等土
司与小金川土司挑起仇杀事件，乾隆皇帝命地方官

员见机行事，“使之畏天朝兵威，亦不可但以兵威

压服而不修德化也”［２９］ （乾隆四年九月癸酉条）。

乾隆五年 （１７４０年），又下旨称： “办理此等事，
虽当俯顺夷情亦不可以安静为能，久而久之酿成事

故也”［３０］ （乾隆五年三月庚午条）。可见，乾隆皇

帝对杂谷土司的壮大持防范的态度，对杂谷与周边

土司发生的仇杀事件持观望中立的态度。

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年），下阿树土百户郎架扎什
之子、下郭罗克之擦喀寨副土目、中郭罗克之喀赖

洞个寨副土目均投靠杂谷土司，清地方官担心杂谷

土司会与这些 “生番”内外勾结，秘密派副将宋

宗璋令 “归附杂谷之各土目逐一查明，俟郭罗克

办理完竣即可乘藉兵威，晓示利害，务令口外土目

恪守旧章，各归管辖并严饬杂谷苍旺约束头人，安

分住牧”［１７］ （乾隆八年七月庚戌条）。乾隆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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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４６年），布政使李如兰奏称，川省西南一带土
司频繁的仇杀事件虽然与民风彪悍、不服教化有

关，但实际却是受汉奸①［３１］、主文②的播弄。 《四

川通志》中也曾记载：杂谷安抚司班弟儿吉，“原

管番民十数万户口，强悍狡诈，唐宋以来屡为边

患，而保县奸民往往潜匿其中或为细作或为主文或

贩卖违禁货物，种种不法当事者急宜加意”［１２］。于

是，清廷规定，以后杂谷等土司若用主文，必须先

禀明管辖州县，在当地的典吏中选择诚实者担任。

土司犯法，倘若查明是主文的唆使，则主文与土司

一并严办。反之，主文如果秉公处事，则酌量奖

励［３２］ （乾隆十一年四月乙未条）。

乾隆十四年 （１７４９年），第一次金川之役结束
后，清朝中央颁布了善后措施，强令 “杂谷、梭

磨、卓克基、党坝各土司土舍宜加衔奖励，以分杂

谷之势”［３３］ （乾隆十四年三月壬戌条）。第一次金

川战争刚结束，清朝中央便将众建土司，瓜分杂谷

势力列入善后章程，可见清朝中央防范杂谷已久，

迫于金川战争的需要迟迟没有行动。同时，清朝中

央也考虑到杂谷实力强大，且金川战争刚结束，骤

然瓜分杂谷担心引发新的动乱，于是决定等待时机

成熟再做打算。然而，时隔不久，清朝中央即加授

“勒尔悟为梭磨安抚司，娘儿吉为卓克基长官

司”［３４］，削弱了杂谷土司的势力。此外，清朝中央

还规定：“内地民田，不得向番民私售，其从前业

经售卖，不复追求。至番民交易，概难禁绝，惟有

寄防范于调剂之内，寓稽查于镇静之中”［３５］ （乾

隆十四年四月丁未条）。可见，金川战争后清朝中

央对嘉绒地区的管束较之前更为严厉。

清朝中央对杂谷土司管理，还表现在奖惩方

面。“土司奖惩制度不仅是土司 制度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王朝国家治理土司的一个基本政治举

措。”［３６］雍正皇帝曾指出： “朕君临万方，中外一

体。有功必赏，有罪必惩。初无偏党之心，亦并不

存依违之见……四川属之瓦斯、杂谷二土司部下目

兵与三寨包坐之头目所部番兵，皆屡年效力，战功

尤多”［３７］ （雍正三年十二月乙酉条）。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年），雍正皇帝谕兵部：“似此边远番众，知

效忠诚，则其寸功，必宜尽录。尔部查照领兵官所

报各土司功册，除各土兵已给赏赐外，其官目应各

加以职衔，仍予恩赏。阵亡带伤者，照依绿旗兵

丁，一体优恤”［３７］ （雍正三年十二月乙酉条）。清

廷规定，地方官员除按照所报各土司功册给与赏赐

外，对于其他的官目也应分别提高他们的职衔，并

给与恩赐。对于受伤或阵亡的土司兵丁，应依照绿

营旗兵丁的标准给与抚恤。雍正帝期望土司可以各

兵驻牧、严束部落、和睦族邻，并令地方官员告知

各土司：

尽地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番苗种类

固多皆系朕之赤子，或有强悍不平，各土司癨

宜赴该管上司陈告，岂得任意戕杀以背朕好生

保赤之念，各该土官，果能懔遵训诫，则世守

职土，朕自加恩。若敢恃功骄肆，阳奉阴违，

则国法具在，亦断不因今日之功赏更从宽贷

也。［３７］ （雍正三年十二月乙酉条）

由上可知，雍正皇帝对少数民族地区及首领的

态度，众苗疆皆为 “赤子”，可见雍皇正帝并没有

强烈的 “华夷之别”，强调国家一统，意在土司区

树立 “天下一统”的观念。通过劝诫土司恪守职

责的方式，增强土司的国家认同感。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年），清朝中央因班弟儿吉随师进剿青海立

功，特提高品衔为 “宣抚使”［１１］９１２ （雍正五年八月

甲申条）。乾隆十四年 （１７４９年），清朝中央又以

苍旺从征金川有功，封授其为宣慰司［１９］ （乾隆十

四年十月丁酉条）。杂谷土司通过服从清廷调遣，

数次出兵，屡建战功。杂谷土司一方面规范自己的

行为，认真履行义务；另一方面自觉服从清廷的管

理，将对国家的认同付诸于直接维护清王朝安危的

实践中。

四、结语

永乐五年 （１４０７年），明朝中央设立杂谷土

司。有明一代，杂谷土司经过武力兼并，其势力得

到初步发展。清顺治十四年 （１６５７年），杂谷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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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边土司、与土司内部头人之间矛盾重重，杂谷

地方动乱。清中央采取多种措施，恩威并施，甚至

派兵进行征剿。直至康熙二年 （１６６３年），在清中
央的大力扶持下，杂谷土司的危机得以解除。清中

央此次出兵杂谷地区是清廷建立初期动用武力镇压

嘉绒地区动乱战事中屈指可数的一次，其胜利的意

义重大。一方面增强了清朝中央的信心，在嘉绒地

区树立起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另一方面为杂谷土司

扫清了内部的阻碍势力，维护了杂谷地方的稳定。

康熙十九年 （１６８０年），杂谷土司归附清廷，
并在明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清王朝出于战事的

需要充分利用杂谷土兵对当地气候、地形、战术熟

悉的优势，多次派遣杂谷土司出兵协助平息动乱，

维护边疆稳定，从而巩固自身统治。对清朝中央的

调遣，杂谷土司不仅按时出兵征剿，而且在战场上

奋勇争先，毫不怠慢。因此，杂谷土司赢得了清廷

的信任与重用，分别于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年）、乾隆
十四年 （１７４９年）两次被提升品衔，以示嘉奖。
乾隆十四年 （１７４９年）杂谷土司被清朝中央加授
为宣慰使，其辖地亦相比设立之初扩大两倍有余，

势力范围基本控制了川西北嘉绒藏区的北部，成为

了嘉绒土司中颇有势力的一方土司。

纵观清前期杂谷土司的发展，杂谷土司服从调

遣、尽心作战，而清朝中央对杂谷的态度则根据不

同的情况进行调整，宽严相济，时而重用时而防

范。第一次金川战争后，杂谷土司势力强盛，杂谷

地方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土司制度的弊端日益凸

显，导致边地纠纷不断，战乱不息。清中央为遏制

杂谷土司势力的继续膨胀，对杂谷土司采用更为积

极的治理措施，决定分散杂谷的势力，为杂谷土司

的衰亡埋下伏笔。乾隆十七年 （１７５２年），“杂谷
事件”爆发，清朝中央以土司苍旺 “潜蓄逆谋”

为由，经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带兵剿灭杂谷

土司，并在杂谷五屯地区尝试改土归流的治理措

施。至此，清朝中央在杂谷地区废除土司制度，在

川西北嘉绒土司中曾占有重要地位的杂谷土司最终

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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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社会公众承担了不平等的负担，且必须接受超过

一定限度不可预期的个人利益牺牲，须赋予受害者

请求权。行政相对人在隔离措施执行中或执行完毕

后，相对人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行政

复议或行政诉讼。同时，国家应出台相应的财政政

策和市场调控办法，对疫情期间隔离封闭所造成的

社会成本激增进行补贴和政策支持。

六、结语

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

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是疫情防控

工作的有力法治保障。梳理疫情防控相关立法，针

对隔离措施实施主体、执行程序和公民基本权利保

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优化程序性细则，完善

疫情防控的隔离措施，这样才能推动公共卫生法治

体系发展，保证疫情防控的应对措施于法有据，合

理施策，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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